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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
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①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一段水陆
里程数字，利用 ＧＩＳ测量实地距离与之比对，试复原沿线聚落、仓庾、津渡等交通节
点的建址布局，进而重新考证《水陆里程简册》所载线路行径。在此基础上，重新

审视秦南阳郡在这一时期南北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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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所获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的秦简牍中，有一册记载了秦时江汉、南阳等地

道路里至的简文，被整理者命名为《道里书》。据介绍，该简册共计 ６６ 枚，文字内容抄写于竹简
“卷四”的背面中部，分作上、下两栏，自右向左横读，沿途地名多属秦南郡、南阳郡辖下，包括有

县、乡、亭等邑聚和津、汭、口等津渡，其中，篇首几枚简文还有专门记录汉江流域（江、汉、涢及其

他小水）水上通行的行程里数，以及“重船”“空船”在不同季节（夏季、春秋季、冬季）日行里数的

规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① 经由辛德勇发文公布②，改称《水陆里程简册》（以下简称“《简

册》”），又经晏昌贵编连整合③，这一简册的整体面貌才得以展现。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少学者加

入了简文释读与问题讨论，做出诸多贡献。④ 前人研究已基本可以复原南郡的“章渠水道”（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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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利渠”）、“江汉水道”（简文称“杨口水道”），但对于自淯口北上、由南阳郡连接洛阳的一段交

通线路尚有不同的看法，还需要再做整理、考证。本文即对《简册》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之间的

交通路线再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据晏昌贵整理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编连复原表》①，可知秦南阳郡内从“邓攀渚”

到“鲁阳”共涉及 １８个地名：其中，县名 ４ 处，有“邓”“宛”“雉”“鲁阳”；乡名 ５ 处，有“阳平乡”
“平陵乡”“阳新乡”“新乡”“白土乡”；津渡 ５处，有“攀渚”“淯口”“西陵”“比口”“梁门”；仓庾 ４
处，有“宜民庾”“武庾”“訄渠庾”“阳新城庾”。作为线路连接的节点，这些地名之间往往载有运

距里程，部分路段甚至精确到以步数计算。而先前的复原工作也已证明，《简册》记载里程数字

与实地距离大致相符，具有一定准确性。所以，在已有地望考证的基础上，可以先将秦时地名逐

个定点落实，再连接成线，并通过地图量取实际距离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相比对，尝试着复

原整段线路行径和交通布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已经确定的雉、白土乡和鲁阳三处地望所在并无异议，仅是就不同观

点和剩余地名的考证予以补充。

１． 淯口、邓攀渚、西陵
原编号 ０７５、０７６、１８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２、２３１、２１４ 的简册均提及“西陵”，可见这是一处

交通枢纽。其中，以 ２３１号简说“淯口到西陵十二里”，折合今距约 ５千米。②

辛德勇最初判断“淯口则是汉水左岸支流淯水汇入汉水的地方”③，晏昌贵亦将“淯口”释作

“淯水入沔之口”，认为“淯水下游即今唐白河，其入汉江处，当在今襄阳樊城东侧的张湾一带”④。

但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中，“唐白河下游从前纳清河以后在现在的清河口
流入汉江，后因改道淤塞，始改道南流至张家湾入汉江，清河则单独入江”⑤；同治《襄阳县志》亦

有明确记载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白河改道⑥，说明今之白河口非古淯口，古淯口当在今清河口附
近，襄阳鱼梁洲大桥以北。

至于邓攀渚、西陵二处定位，学界更是多有讨论。因“西陵”与邓城城址相隔不远，辛德勇援

引童书业说，以为《史记》中《六国表》《楚世家》所载之“西陵”即“邓”，进而推断“西陵”就是“邓

攀渚”，“或即水侧山丘而言，则为‘西陵’；就滨水崖涘而言，乃为‘攀渚’”⑦。晏昌贵也认为，“秦

里程简册是将西陵与邓攀渚视为一体”，以攀、樊音近，攀渚或即樊渚，为樊城下汉水中之洲渚。⑧

另有王佳推论《简册》断代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２１２）以后，并分析指出西陵在秦代应归南阳郡
管辖。⑨ 马孟龙不太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西陵”是六百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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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县邑，说明秦汉之际“西陵”的地位提升，从邓县下属的乡聚转变为县邑，改定在今襄阳县双

沟镇唐店村一带。① 尹弘兵亦有观点认为“西陵在楚、秦时期为邓县下属之乡邑，西汉初年，西陵

一度升级为县”，并引用了大量考古材料论证秦楚时期的西陵定位在今襄阳市彭岗遗址，攀渚定

位在今高庄街遗址，新邓津定在陈坡遗址。② 综合上述诸家观点，以及古淯口定位，参照晏、尹

二位的说法，将攀渚定位在今襄阳市二桥一带。这里至今仍有数块大小不等的江心洲存在，

其南岸又有真武山遗址、新街遗址可与之联系③，实测二桥以东江心洲至清河口的水路行径大

约 ６千米，正好与 ２１５号简所记载的“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相互印证。考虑到淯口以东有新邓
津（从尹说），以西有攀渚，以南有鄢路卢津（从晏说）④，又都距离不远，只能将西陵定位放在淯

口上游。由于《简册》中多处提到“西陵水道”，可知西陵是为主航道上的重要节点，理应更靠

近淯水河岸，今沿河道向上游测算“十二里”，大约在连山水库附近，即“西陵”所址。实地考察

可见，这一带原本是成片的低矮丘陵，后来因为襄阳市深圳工业园区的建设已被悉数推平，只

剩下一座连山水库尚存；因其位处河道以西称“西”、丘陵地形名“陵”，显然是贴合传统地名命

名规律的。由是，当以“西陵”之名指代淯水西岸一带的丘陵较符合实地，此处亦或设有乡聚，

后来在秦汉之际发生了变迁。

据此而论，攀渚在淯口以西，连接汉江主航道，故有 ２１５号简记载“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西
陵在淯口以北，连接淯水主航道，故有 ２３１号简记载“淯口到西陵十二里”，两地显然都是水路交
通转继的重要节点，只因为西陵所在的淯水一线连接南北，行旅往来更多，所以才被《简册》频频

提及。而“西陵”的位置紧靠“淯口”，为南下北上必经之地，最有可能被用作导航的地理标识，藉

以区分淯、沔两条水道。

２． 阳平乡、平陵乡
接“西陵”北上，溯淯水河道前行，还有 １９９、１８９、０７５、０７６ 号简记载的“阳平乡”“平陵乡”和

“阳新乡”三处乡聚。⑤ “西陵”的地理位置及其意义已见上考，以下据此为定点，参照《简册》记

载的里程数字，借由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测算，对此三乡逐一具体定位。有必要说明的是，唐白
河上游分白河、唐河，唐白河上接白河一线古称“淯水”，是为主流；而唐河别称“比水”，作支流注

入，与白河交汇在襄州区龚咀村西侧的两河口。然而，今测龚咀村以下的唐白河水道总才不过

２５千米，较之 ０８４号简记载“比口”到“淯口”的距离明显偏短，可见秦时比水入淯处偏北，这说明
古淯水河道发生过移徙，今唐河下游相当长一段水道其实是淯水故道。因此，依据《简册》记载

里程数字推算“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和“比口”的定位，也应当以今唐白河、唐河一线作为

水路行径参照。

按 １９９ 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阳平乡五十九里”，说明“西陵”北上“阳平乡”的水路行程
大约 ２４． ５ 千米。今沿水路实测，此“阳平乡”址当在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周李庄村至肖庄村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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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１８９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平陵乡六十六里”，折合今距约 ２７． ４千米，较之于“阳平乡”
位居上游。经测算，“平陵乡”址应该设在今襄州区程河镇南北台、刘台附近。另据实地考察所

见，此处多为连接成片的河岸高地（当地俗称“台”），地面也较平坦，或可以解释“平陵”乡名之

由来。

３． 比口
原编号 ０８４的简册记载“比口到淯下口百卌里三百步”，此“淯下口”当即“淯口”，按“比口”

顺流而下至“淯口”，行程由北向南，折合今距约 ５８． ２ 千米。若减去“淯口到西陵十二里”，可算
得“比口”到“西陵”的水道全长合计 １２８（秦）里 ３００步，约合 ５３． ６千米。较之 ０７５、０７６ 号简记载
的内容，间接说明“比口”的位置处在“阳新乡”“新乡”的下游。据方志记载，唐河上源古称“堵

水”，始自潘河、赵河在今社旗县境内交汇南流；下段别称“比水”“沘水”，又名“泌河”。① 依据河

流地名的命名规律，当以“比口”指代比水入淯之河口。然而，今唐、白两河交汇处却在龚咀村西

侧两河口，实测水道行径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相去甚远。所以，辛德勇明确指出“今比水入

淯地点，较诸秦代，很可能已经向下游有较大幅度移徙”，并进一步判断“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

因，很可能是淯水，而不是比水本身”②。对照地理调查报告所见，在上游兴修水利之前，白河中

下游的河道宽浅善淤、河床极不稳定，时有改移袭夺的情况发生③；而东汉以前的白河流路却远

较今址偏东，河道旧迹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还清晰可见，当地人称“老白河”④。相比之下，唐河水
道却要固定许多，“若是河道由东向西有较大移徙，比水入淯的河口就会随之向下游移动”⑤，正

说明了今天的情况。这样看来，今唐河下游（自苍台镇以下）一段河道才是秦时淯水流经的古

河道。

综上所述，《简册》记载从“西陵”上溯至“比口”，只能是沿着今唐白河、唐河一线水道行径。

而自“比口”以上，理应存在两条不同的线路：一条是继续沿古淯水河道上溯，线路整体偏西，连

接宛城（今南阳市）附近的“宜民庾”“梁门”（以下简称“西线”），进而转陆运连接“雉”和“鲁

阳”；另一条则是由比水行径，线路整体偏东，可抵达“阳成”（今方城县）南侧的“武庾”（以下简

称“东线”），进而向东与阆簜渠联系。

４． 阳新乡、新乡
原编号 ０７５ 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阳新乡百卌八里”，约合今距 ６１ ． ５ 千米。马孟龙据

里程数字进行推算，认为“阳新乡应在西陵东北的比水沿岸，约在今湖北省襄阳县朱集镇境

内”。⑥ 但从清河口到朱集镇一段（唐白河、唐河）水道实测只有大约 ４０ 千米，两者存在较
大出入。⑦

引人注意的是，０７６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新乡百五十一里”，与 ０７５ 号简记载较相似，进
而引发了研究者关于“阳新乡”“新乡”的讨论。辛德勇以为从“西陵”到“阳新乡”和“西陵”到

“新乡”二者的里距仅差 ３３（秦）里，又都是同样行走水路，故推论二者同为一地，“阳新乡”之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唐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９２页。
⑤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 ４辑，第 ２３８页。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 ３０、９４—９５页。
石泉：《荆楚历史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３７１—３７３、４０６页。
马孟龙：《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简帛研究二○一六·秋冬卷》，第 １８９页。
此处出入很可能是受到了马先生对“淯口”“西陵”诸地名定位的影响。



８４　　　 历史地理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阳”是指“阳”县，“新乡”则是“阳新乡”的省称，并且进一步推测 ０７６ 号简所记“百五十一里”是
对前文“百卌八里”误写所作的修正。① 马孟龙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抄手应该将错误信息

削去或勾掉，而非不做任何处理，又补抄正确信息，分析指出“阳新乡”非“阳”县之“新乡”，乃新

野县属乡，“新乡”或与新野县的新甫乡有关，两乡夹河相对。② 今已知秦南阳郡下并无辛德勇所

说“阳”县，但古文常将“唐”字书写作“阳”字，此“阳”县应即楚灭唐（阳）国后所设置的“阳”县

（或称“唐”县），其地望大致在今河南唐河县城以南一带。③

综合上述诸家的观点，考虑处在“比口”上游的“阳新乡”“新乡”分属于东、西两条线路，并非

同为一地：“阳新乡”应该属于“东线”上的交通节点，行船走比水河道行径计算里程，或即“阳”县

（今唐河县南）之“新乡”；而“新乡”则属于“西线”上的交通节点，行船走古淯水河道行径计算里

程，或归新野县下辖。经重新校对，“阳新乡”址定在唐河县苍台镇西北一侧较合适。据方志记

载，明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唐河县下已设有苍台保④，今苍台镇素以明清古镇为称，一直都是方
圆数十里内规模最大的聚落，联系到秦时“阳新乡”的相同选址，两者很可能还存在着某种继承

关系。而“新乡”的位置理应较“阳新乡”偏西，大致在今新野县五星镇一带。这样也就解释了

０７５、０７６号简看似重复的记载，从“西陵”到“阳新乡”和“西陵”到“新乡”原本走的就是两条不同
的线路，自然要分开记载。

５． 宜民庾
原编号 ２０２的简册记载“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兼有水陆行

程。其中，从宛城“宜民庾”下行古淯水河道至“西陵”的水路约合今距 １８７． １ 千米，而“庄道”则
应该是与之相对应的陆上通道，折合今距大约 １５０ 千米。今实测白河、唐白河一线水道长度，上
起南阳宛城遗址，下至襄州区张湾，全长不过 １２０千米，这与《简册》所记里程数字相去甚远，在某
种程度上印证了前文关于淯水河道存在古今变迁的推断。

由此分析，秦人走“西线”（自北向南）行船，先得从宛城的“宜民庾”出发，一路沿古淯水河道

顺流而下，途经“比口”转接今唐河下游水道继续向南，才能依次抵达“西陵”“淯口”。而在此基

础上，前文已经求得“比口”至“西陵”的水道全长合计 １５２（秦）里 ３００ 步，可以进一步算出“宜民
庾”至“比口”的古淯水河段长度接近 ３００（秦）里，折合今距大约 １２４ 千米。相比之下，今宛城遗
址到苍台镇的陆上直线距离才不过 ６５千米，此段水陆里程计算的差距或许说明，秦时淯水不仅
流路偏东，而且还应该存在河道迂曲的情况，间接导致水路行程的里数大幅增加，如此才能够合

理地解释《简册》记载的“四百五十里”之距。

值得注意的是，“宜民庾”滨临淯水设置，是一处标准的转漕仓储。关于“庾”，主要注释有

三：一如应劭曰“水漕仓曰庾”，专指漕运转储的岸边仓库；二如胡公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指

代城外存粮的仓库；三如郭璞曰“庾，仓无屋也”，指代露天仓储。⑤ 总体而言，秦汉时期仓储建置

并无严格区分，仓庾混称，往往都是随用添设，选址于城外、岸边，充作水陆运输转换的枢纽使用；

①

②

③

④

⑤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 ４辑，第 ２３１页。
马孟龙：《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简帛研究二○一六·秋冬卷》，第 １９０页。
郑伊凡：《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阳”县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８年第 １辑。
唐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河县志》，第 ６６页。
《史记》卷一○《孝文本纪》，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版，第 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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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荥阳“敖仓”，除存粮以外，实际还兼有货运码头一样的集散、转运功能。①

《简册》中的“宜民庾”，或许是设在宛城外淯水岸边的一处水漕仓储，专供往来船只装卸之用。

０６５号简另记有“邓到宜民庾二百一十里”，折合今距约 ８７． ３千米，似说明在“邓”县和“宜民
庾”之间还有一条径直通达的道路连接（或为秦时文书传递、部队行军所使用），无需像水路那样

迂曲绕行。今以邓城遗址位于樊城北约 ６ 千米的团山镇邓城村处，宛城遗址位于南阳市区东北
部，能够确定行程起止两端。又经实测，可知“邓”“宛”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在 １１０ 千米左右，据
此路程里数作为参照，按《简册》记载“邓到宜民庾二百一十里”，约合今距 ８７． ３ 千米，两相比对，
算得“宜民庾”大概就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至金华镇之间。

６． 武庾
原编号 ０６６、０８３、２００、２１３的简文内容均有涉及“武庾”之名。其中，０６６ 号简记载“武庾到雉

七十九里”，说明从“武庾”西行到“雉”约合今距 ３２． ８ 千米，提供了较准确的定位依据。一般认
为，秦汉“雉”县址就在今南召县东南的甘沟附近，遗迹已经为鸭河口水库所淹没。② 按照 ２００ 号
简记载“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武庾”理应处在“比口”上游；而在“东线”“西线”的

线路选择上，又以 ０８３号简记载“武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决定了“武庾”的位置不可能偏西
太远，只得选址在比水河岸边，今社旗县境内。据龚胜生考证，从春秋战国及至西汉，唐河在今方

城以下都可行船，清代末通航的终点已南移到今社旗县城关”③，而据谭其骧的研究，战国时代江

汉流域干支各流的常年水位远较现在为高”④，将武庾定在今社旗县境内是符合秦代水文条

件的。

关于“武庾”的定位，其实一直存在疑问。辛德勇在公布简文内容时，曾将“宜民庾”“武庾”

和“梁门”三处地名一并列于淯水河岸，围绕“宛”城周边，从而将“武庾”的位置定在北距宛城梁

门有十里多水程的淯水岸边，但此地距阆簜渠过于遥远，难以令人满意，只好暂且搁置这一问

题。⑤ 晏昌贵从文献解读出发，也把“武庾”视作淯水沿线仓庾，认为汉代雉县故址距南阳市直线

距离约有 ３７千米，与简册所载有较大差距，并推断“今南召东南之雉，或为秦以后所迁址”。⑥ 今
按“武庾”定位在社旗县境内，从东北出“方城缺口”，经甘江河入澧河，澧河入沙河，沙河入颍河，

可以与“阆簜渠”旧迹相连接；又实测社旗县城区经方城县城区、舞阳县城区至漯河市郾城区的

直线距离在 １２０ 千米左右，上述河流实际行径大约 １３０ 千米，这些数值都与 ０８３ 号简记载的“武
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约合今距 １３６千米）十分接近。考虑到古今河道或存在一定程度的移
徙、变迁，数里之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同例，另从“武庾”南下，沿唐河、唐白河水道一路行至襄

州区张湾，实测水道长度约 １９０千米，也可以与 ２００ 号简记载的“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
步”（约合今距 １９９． ８千米）相印证。显然，将“武庾”的位置改在比水河岸要更符合《简册》记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关研究参见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１９８４年第 ２期；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续）》，
《农业考古》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邵正坤：《论汉代国家的仓储管理制度》，
《史学集刊》２００３年第 ４期；邵正坤：《汉代国有粮仓建置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２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荆州刺史部”图，地图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２—２３页。
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 １期。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２０９页。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 ４辑，第 ２４１、２４８、２４４页。
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 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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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还能推出从“淯口”到“武庾”的行程，因为从“淯口”北上，过“比口”之后就接入比水行径，

以比水上源出自堵水，正好能连成一条通达“武庾”的水运线路。

仅就交通布局而言，“武庾”地处南阳盆地东北、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方城缺口”，这里地

势相对平坦，很早就有“夏路”开辟；按《史记索隐》“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的说法①，此

路是为连接中原与南阳、荆楚的交通主线。《史记·曹相国世家》中有记载：“（曹参）从南攻犨，

与南阳守齮战阳成郭东。”②就是为了能从“方城缺口”深入到南阳盆地腹地。同时，“方城缺口”

也是连接江汉、淮河两大水系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这也为人工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有利条件。从

《水经注》的记载所见，原本属淮河水系的瀙水、潕水实际与汉江水系的堵水、比水相连互通③，清

儒全祖望已有猜测是春秋时期的楚人修凿运河所为；今人龚胜生又进一步整理了材料，以为

“楚人所开运河即是在今方城县城附近依地形截断潘河，建成一个东西五六里，南北十余里的

大水库———‘堵阳陂’”，并将水库中的水分成两股“一股仍流入潘河，另一股则东行与甘江河

相通”。④ 据此而论，从“武庾”上行至“阳成”，再到“堵阳陂”，只需要一条 ２０ 多千米长的人工
运河，就能够打通江、淮水系之间的水道连接，使南北往来运输，其区位重要性自然不言

而喻。⑤

７． 梁门
原编号 ２０３的简册记载“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折合今距约 ２０４． １ 千米。

对比前文记载“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梁门”应该在“宜民庾”的上游 ４１（秦）里
处，约当今南阳市区一带。晏昌贵据《水经注》说，以为“淯水南流经宛城东”，“可知梁门应为秦

宛县城东城门，滨临淯水”。⑥ 据此而论，“梁门”之于“宛”县，也就相当于“攀渚”之于“邓”县，

《简册》作者在这里或直接以“梁门”代指“宛”县，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宜民庾”就是城外水漕仓

的说法。

８． 訄渠庾、石城
原编号 ０５６、０６２、０６３的简册均有提及“訄渠庾”一地。其中，以 ０５６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鲁阳

卌一里”，说明从“訄渠庾”北上“鲁阳”的路程折合今距大约 １７ 千米，提供了定位依据。对此，马
孟龙引用《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记载，把“訄渠”视作汉代“辉渠侯”之封地，归为“鲁

阳”县下辖之乡聚，并将地望定在今鲁山县熊背乡黄岗寺汉代聚落遗址。⑦ 晏昌贵则另有观点认

为，该地所处“约在今皇路店北，已沉没于鸭河水库”。⑧ 今以 ０６１、０６２ 号简记载的行程，算得从
“雉”到“訄渠庾”合计 ６２（秦）里，折合今距约 ２５． ８ 千米。较以马先生提供的“訄渠庾”定位，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第 １７５０页。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 ２０２３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６８２—７０１、７０２—７２１页。
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 １期。
这样也就很好解释了 ０８３ 号简为何要单独记载一段“武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的行程，正如辛德勇所说“《简册》
所记通往阆簜渠的线路，应当是利用阆簜渠水道，将粮食运入渠水侧畔的荥阳敖仓，或是利用这条水道，将武

器装备或其他物资转往洛阳”，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 ４ 辑，第
２４５ 页。
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 ２６３页。
马孟龙：《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简帛研究二○一六·秋冬卷》，第 １９４—１９５页。
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 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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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从“雉”到“訄渠庾”的直线距离是在 ４０千米以上，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明显不符，定位偏
北。而晏昌贵将“訄渠庾”定位在皇路店北，则又显得位置有些偏南，此地与鲁山县的直线距离

已经超过 ５０千米，并不能与 ０５６ 号简记载的“訄渠庾到鲁阳卌一里”相对应。在重新对“訄渠
庾”定位的过程中，仍然按照流行观点，将“鲁阳”定在平顶山市鲁山县①，“雉”定在南召县东南

的甘沟附近，两点之间的线路连接以 ２３１ 省道作为参照（此交通线路穿行于山岭之间，古今未
变），进一步比对《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可以算出“訄渠庾”的位置就在南召县皇后乡四十里铺

一带。另据 ０６１号简记载“雉到石城十七里”、０６２号简记载“石城到訄渠庾卌五里”，得知从“雉”
到“訄渠庾”的路程总共 ６２（秦）里，折合今距大约 ２５． ８千米；再算上 ０５６号简记载从“訄渠庾”北
上“鲁阳”的路程，前后里程数字相加，正好与今天从鲁山县南下到南召县太山庙乡一段的公路

长度相当。由是，石城的定位也应该随之调整，改在皇后乡北的四角庙沟村一带。

９． 阳新城庾
原编号 ０６３的简册记载“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说明了从“訄渠庾”向东行径至“阳新

城庾”的路程折合今距约 ４３． ２千米。辛德勇起初以“阳新城”作“阳”县之新城，并对秦设“阳”县
的问题做过长篇讨论②；马、晏二位则分别指出了辛德勇说法的不足，认为“秦简册所记武庾到阳

新城庾似乎是一段相对独立的行程”，故“暂且将‘阳新城庾’连读，理解为‘阳新城’之庾或‘阳

新’之城庾”，定位“约在今南阳市南召县与鲁山县交界处四十里铺一带”③。但是，新公布的《里

耶秦简（贰）》简 ９ ２０７６记载：
十月辛丑，南阳守衍下县：听书从事，以律令道次传，别书，都官、南阳尉、都吏□□Ⅰ□

县及诸□在县界中者各下之，邓下南郡守。书到相报。宛、新野、比阳、阳成（城）、雉各Ⅱ言
书到，署旁曹发。以邮行。它如律令、邯郸书。 ／俱手。Ⅲ

十月己酉，邓守丞尚敢言之：下，报署□曹发。敢言之。 ／履手。Ⅳ
十一月乙卯朔丁巳，南郡守亟下真书洞庭守：【书】到为报，署户曹发。Ⅴ
／佗手。Ⅵ９ ２０７６
丁四。９ ２０７６背 ④

南阳郡守名叫“衍”下发文给所属各县，其中包括阳城（城）县，由此可知秦南阳郡确实有阳成

（城）县。⑤ 《汉书·地理志》“堵阳”条记载：“堵阳，莽曰阳城。”清儒王先谦补注：“县在秦时名阳

城，见《曹参传》注。莽复故。”⑥据谭其骧考证，陈胜乡里阳城即南阳郡的阳城县，亦即今河南方

城县⑦，《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示在今方城县址东⑧。秦南阳郡既有阳成（城）县，再将“阳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１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楚越”图，第 ４５—４６
页；第 ２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荆州刺史部”图，第 ２２—２３页。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 ４辑，第 １６９—１８３页；辛德勇：《北大藏秦水陆里程
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 ２６６—２６７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４１４—４１５页。
参见但昌武：《〈里耶秦简（贰）〉所见“阳城”县小议》，简帛网［２０１９ ０５ １４］，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ｓｍ． ｏｒｇ． ｃｎ ／ ｓｈｏ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ｉｄ＝ ３３６７。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３２４页。
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 ２期。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２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秦·山东南部诸郡”“西汉·荆州刺史部”图，第 ７—
８、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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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庾”理解为秦“阳”县之“新城”就不合适了，而应理解为“阳新城”之庾。参考以往研究，“阳

新城庾”理应处在“雉”“訄渠庾”和“鲁阳”三地之间，呈南北向一线排列。但从 ０６１ 号简记载
“雉到石城十七里”、０６２ 号简记载“石城到訄渠庾卌五里”、０５６ 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鲁阳卌一
里”所见，“雉”到“石城”、“石城”到“訄渠庾”、“訄渠庾”到“鲁阳”三段路程总和也才 １０３
（秦）里，比之“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已超过路段全长，根本就不会再多出来一座“阳新

城庾”的位置。

显然，把“阳新城庾”定在“西线”会与多条简文记载不符，因而只得转向“东线”另寻仓

址。依据 ０６３ 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提供的里程数字，参之以近代以前的山地
交通普遍都是沿河谷行径的情况，可以推导出一条较为可行的山地线路，试陈之如下。“訄渠

庾”的定位在四十里铺一带，时人只需要转向东南翻过一座总长不足 ２ 千米的山坳，就可以进
入澎河西源华尖河的上游河谷（图 １），沿河谷继续向下游推移，依次途经何庄村、康庄村、老坟
沟，及至老景庄村以东转入澎河南源英河的上游。此英河又名“将山河”，源自南召县乱石顶，

常年有明水见于鲤鱼垛东北三四里处的狮子坪出露；也正是在这一位置上，鲤鱼垛坡水南下

成赵河，经流唐河汇入汉江，其坡水东去，则又经流澧河汇入淮河。由此可见，英河、赵河、澧

河三条水流的上源十分接近，稍有经人工改造和渠道连接就可以实现互相贯通①，从而使行程

得以转入澧河水道；随后，沿澧河水道自西向东，过四里店乡、拐河镇、孤石滩水库，正好可以

从平顶山市叶县常村镇东出伏牛山（图 ２）。今测从四十里铺一路辗转华尖河、英河、澧河，至

图 １　 从四十里铺向东进入澧河上游的线路示意图

① 《简册》记载“訄渠庾”之“訄渠”很可能与灵渠一类的人工渠道相似，用于连接不同水系，尾名“庾”表水漕仓，更是印

证了这一判断。从英河、澧河、赵河三条水流的空间位置所见，秦人或有利用天然水道的距离相近，修凿人工渠道“訄

渠”连接英河、澧河，借以打通东西之间的水路，故有专门记载从“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的行程。



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 ８９　　　

图 ２　 从“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的推测线路示意图

常村镇艾黄岭村，全程合计有 ４３ 千米，可以与《简册》记载的里数相印证。所以，推测“阳新
城庾”的位置就在艾黄岭村附近，并且这一处山谷口也就处在“堵阳陂”的北缘，行船向东

随澧河入淮，则可以通过水路连接“阆簜渠”，向北绕伏牛山麓，则可以行至“鲁阳”，向南经

“夏路”抵达“武庾”，则又可以对接整条“东线”水路，进而串联起四面八方的水陆交通

往来。

除上述地名考证之外，还有两段单独记载的行程可以拿来专门讨论。

如 ２０１ 号简记载“宜民庾到鲁阳三百六十五里”，这一行程并未引起前辈学者重视。今以
“宜民庾”定位在“宛”县南，“鲁阳”定位在鲁山县址确认无疑，按照“宜民庾”北上“鲁阳”，

折合今距大约 １５１ ． ８ 千米。但问题是，今沿白河水道、２３１ 省道（南召县至鲁山县段）一线
实测，全长也才不过 １２０ 千米，与《简册》记载的里数差距较大，可见两者并不相符。然而，
若能改从“宜民庾”折转向东，连接“武庾”出“方城缺口”，绕伏牛山麓至“鲁阳”，倒是有一

段 １５０ 千米以上的路程可以与之记载相对应。① 在有限的材料范围内，只能猜测从“西线”的
“宜民庾”出发经“武庾”中转还有一条总长 ３００ 多（秦）里的交通线路连接“鲁阳”，暂且先备
作一说。

至于 ０７１号简记载“凡二百五十四里，重车行此近廿里”，折合今距大约 １０５． ６ 千米，如果仅
以数字计算，这段起止不详的里程却与“武庾”到“鲁阳”的路程相吻合。按说，０７１号简记载的是
一段行程总结，但在以往的编连工作中，整理者却始终都未能找到上下文与之对应的简册。故有

① 此段路程，大致相当于今天 ２０４ 省道（社旗县至方城县）、２３４ 国道（方城县至叶县段）和 ３１１ 国道（叶县至鲁山县段）
的线路行径，可以引用作为参照。经由实地测量，从社旗县到方城县有 ２４千米的路程，从方城县到叶县有 ５６． ６ 千米
的路程，从叶县到鲁山县有 ４７千米的路程，算上官庄镇与社旗县之间还有一段 ４８ 千米的直线距离，全程合计 １７５． ６
千米。当然，考虑到叶县一侧的国道行径实际绕远，比绕山道路还要多出 １８千米左右，还应该减去多余的里程，进一
步计算得出环绕伏牛山麓的具体行程大约是 １５７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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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猜想：０７１号简记载的“二百五十四里”很可能是指“武庾”到“鲁阳”的路程总长，而这段
道路也应该被纳入“宜民庾到鲁阳三百六十五里”的行程计算中。只不过，按照《简册》行文的范

式，往往都是在多段“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的里程记录之后才会出现像“凡二百五十四

里”这样的总结文字①；单凭已有的文本逻辑推断，在 ０７１ 号简之前原本应该有记载从“武庾”到
“鲁阳”的交通节点和各段里程，但相关内容并不见于《简册》记载（亦或说尚未公布），这一结果

表明《简册》或存在部分散佚、缺失的情况。

另外，针对 ０７１号简下文记载的“重车行此近廿里”，也有初步释读。此“重车”，与《简册》之
前提到的“重船”“空船”类似，应是指满载运输的货车，而“行此近廿里”，则是对应前文“凡二百

五十四里”。有鉴于“重车”载负较多，车辆行驶对道路条件的要求肯定也更高，但从“武庾”到

“鲁阳”这段路程大多是缘山而行，或有存在道路崎岖、坑洼不平的情况，极大限制了“重车”通

行，这才有“行此近廿里”的标注，说明“重车”行此路程要少走近 ２０（秦）里。如是，除了就不同
季节“重船”“空船”日行里数的规定，秦人也有关注陆上道路的通行状况，并对“重车”载运和普

通车辆的行驶路程专门区分。

综上所述，通过对前辈学者研究工作的整合、校证与补充，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简册》

所记载从“邓攀渚”至“鲁阳”一段的水陆交通线路，以及沿途 １７ 处地名定位和各节点之间
的运距里程测算，并最终将其绘制成图（图 ３）。从图上所见，《简册》记载的交通线路可分
作六段：

第一段线路，从“邓攀渚”至“比口”的水上交通线路。始自“邓攀渚”北上，经过“淯口—西

陵—阳平乡—平陵乡”一线至“比口”，以淯水下游河道行径，合计 １５４（秦）里 ３００步。
第二段线路，从“比口”至“武庾”的水上交通线路。始自“比口”北上向东，主以比水河道行

径，过“阳新乡”至“武庾”，合计 ３５１（秦）里 ２００ 步；在此基础上，“武庾”向东过堵阳陂还可以连
接淮河水系，进一步与“阆簜渠”产生联系，按《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可知从“武庾”至“阆簜渠”

的线路合计 ３２７（秦）里。
第三段线路，从“比口”至宛“梁门”的水上交通线路。始自“比口”北上向西，主以古淯水河

道行径，过“新乡”、宛“宜民庾”一线至宛“梁门”，合计 ３６２（秦）里 ３００步。
第四段线路，从“武庾”至“鲁阳”的陆上交通线路。始自“武庾”北上向西，辗转经过雉“白

土乡—雉—石城—訄渠庾”一线至“鲁阳”，合计 １８０（秦）里。
第五段线路，从“武庾”向西绕行至“阳新城庾”的陆上交通线路。仍然从“武庾”北上向西，

辗转经过雉“白土乡”、“雉”县、“石城”、“訄渠庾”，自“訄渠庾”折转向东至“阳新城庾”，合计

２４３（秦）里。
第六段线路，从“宜民庾”向东绕行至“鲁阳”的线路，或兼具水陆交通。始自“宜民庾”向东，

经“武庾”折转出“方城缺口”，缘伏牛山麓绕行至“鲁阳”，合计 ３６５（秦）里；其中，部分路段对“重
车”行驶做出了限制。

这一结果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秦南阳郡内水陆交通网络的布局和中转节点设置，并为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① 参见《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编连复原表》中 ０８２、０８６、０８７、０５７、０５８、２１４、２１２、０５５号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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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陆里程简册》载“攀渚”至“聊庾”一段交通线路复原图
资料来源：本图依据河南省地图院编制《河南省标准地图·地势版》（２０１３年版）改绘而成。




